
南宋台谏“必预经筵”政治模式的形成
———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

董文静

　　提要：本文选取“每除台谏，必预经筵”这种南宋特有的现象，以君相关系及士大夫政治传统

的恢复为切入点，对于南宋这种 政 治 模 式 的 形 成 进 行 了 考 察。南 宋 政 治 模 式 的 形 成 过 程，对 应

着如下历史进程：南宋初期，在政权重建、军人集团林立的非常时期，秦桧借助突发事变，依靠北

宋以来强大的士大夫政治传统，以强化皇权的名义，将士大夫政治一并强势恢复，在绍兴和议后

稳定的大环境之下，将士大夫政治和皇权同时推向顶峰。这个过程造就了南宋初期士大夫政治

选择、社会走向和思想转型的空 间。这 种 模 式，为 中 后 期 专 权 宰 相 所 效 法。南 宋 政 治 模 式 不 仅

在当世，对后世也有着遥隔时空 的 影 响。南 宋 何 以 权 相 辈 出，历 来 众 说 纷 纭。本 文 则 透 过 对 南

宋政治模式的阐释，从根柢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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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说

在目前的宋代史研究中，“唐宋变革论”①和“宋元明转型”②是最为特出并无法回避的两种研究视

角。既为视角，势必存在观察角度的侧重。前者所带来的偏向，是对于北宋政治史的重视和南宋政治

史研究的不足；后者则侧重在以南北宋交接时期为起点长时段中社会、思想、经济层面的转型和变迁，

而无法提供一个清楚的宋、元、明过渡时期的政治轮廓的描述。由于研究方法和视角所带来的问题，

是南宋的政治模式被忽略了其自身的历史个性，仅仅是北宋的延长线上的一个存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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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期，由内藤湖南集中表达、并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做了全面发挥，以此模式对中国唐宋时 期 的 历 史 进 行 宏 观 性

的解释。近年来总结性的介绍如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１１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
７１页；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０６年第１辑，第１２５－１７１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ｗｅｌｌ在“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７５０－１５５０”一文中，最初是以“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为基本时间段，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４２：２，１９８２，ｐｐ．３６５－４４２；随后Ｐａｕｌ　Ｊａｋｏｖ　Ｓｍｉｔｈ和Ｒｉｃｈａｒｄ　ｖｏｎ　Ｇｌａｈｎ
主编的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是美国宋、元史学界第一本直接提出、并集中讨论“宋元明过渡”问

题的论文集。另外，“宋元明转型”模式主要是以江南地区为考察对象得出的结论，对于北方地区 长 时 段 的 发 展，及“金 元 转 型”模

式对“宋元明过渡”的挑战，可参看萧启庆、饭山知保等学者相关研究。
关于南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可参看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论，广岛渓水 社，１９８８年，刘 静 贞、李 今 芸 译，台

北稻禾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寺地遵：《宋代政治史研究方法试论》，收入《宋元時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６年。



南宋政权初建、尤其是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以后，士大夫政治传统逐渐恢复，政治模式也逐步明朗

并最终确立。① 无论政治史或政治模式，都是由参与其中、带有特定政治理念的人的活动来推动、造就

和体现的。本文则试图以董德元为线索，考察南宋政治模式在北宋基础上的延续和改变。由特奏名

取得进身之资、五十三岁时进士殿试第一、通过担任台谏系统官员并于七年后升任参知政事，有这样

经历的董德元，在秦桧专权模式形成之后，乃至权相辈出把持朝政的整个南宋时代，颇为引人瞩目，而

他的仕宦经历，不仅是当时以及此后大批官员迅捷升进的典范，更是当时已经逐渐确立的政治模式的

典型体现。② 究其原因，赵甡之《中兴遗史》曾有分析：“德元有官及第作状元，用为参知政事，则秦熺为

观文殿学士不为过矣。此秦桧之用心也。”③作为同时代稍晚士大夫的观感，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解释，

可惜过分囿于人事。

南宋初建，在全方位回归北宋的政治旗帜下，实际面对的是无法回归的政治关系、社会格局。绍

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十一月宋金和议的签订，意味着靖康二年（１１２７）五月即位以来的宋高宗，完成了“二

次开国”④和政权重建，“最爱元祐”等政治说法⑤不复重提。在此过程中确立的秦桧专权，是在政权重

建、军人集团林立的非常时期，对士大夫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恢复，这种局面的形成，既是客观的结果，

也有主政士大夫的主观企求。这与高宗对“正统”的诉求和收拢人才、收拢士 心 的 政 治 主 张 相 吻 合。

从秦桧时期开始的权相辈出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士大夫政治发展的极致。⑥ 这一方面有士大

夫政治发展的自身内在因素，更有南宋草创、外部金国压力、军人集团势力强大的客观背景。收兵权

与强化相权，不仅有时间上的顺序，更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从而奠定南宋政治的基调和政权的性格，这

是董德元能够走入政治核心的大背景。

南宋权相辈出，始于秦桧专权模式的形成，而台谏则是其维护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秦桧对台谏

的利用，是借助了北宋后期的台谏在党争中逐渐强盛的传统。而董德元参与经筵、并七年间做到执政

的台谏之路，折射出的则是在南宋和北宋貌似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所体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政治运作

和政治风气。董德元虽然算不上一个大人物，但他的出现却是诸多时代力量汇集在一起后才达到的

偶然，像是依托了支点的力矩，具有牵动全局的力量。董德元的意义，不在于开启，而在于对这种逐渐

确立的政治模式集中性的印证。⑦ 董德元所折射出的，是一个大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构成了一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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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宋初期专制政体的形成过程，刘子健、山内正博、寺地遵、衣川强、黄宽重、王曾瑜、何忠礼等先生有精到讨论，笔者

得到启发良多。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另一角度切入，试加探讨。
作为绍兴八年至绍兴二十五年之间一大批士大夫的代表，董德元某些层面上契合了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的概念。“理

想类型”由韦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提出，最初是为了克服德国人文主义和历史学派过度个体化和特殊

化倾向而提出的一种概念工具。另参看周晓虹：《理想类型与经典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江海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２期。
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１６，绍兴二十五年八月丙戌董德元参知政事条，王瑞来校补，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００页。
“二次开国”的说法，因基准不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相对于公元９６０年宋太祖的陈桥兵变，则指公元１１２７年宋高宗

在南京的登基，意在与北宋比较所可感知的断裂和转变，并不仅仅是迁都和新帝 即 位；二 是 相 对 于１１２７年 南 宋 的 建 立，直 到 绍 兴

十一年收兵权、和议签订等政治课题的完成，南宋政权才真正确立。此处两者兼而有之。
近藤一成：《南宋初期の王安石评价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３８－３，１９７９年，第２６－５１页，后收 于 氏 著：《宋 代 中 国 科 举

社会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０９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 宋 前 期 政 治 述 略》，北 京 三 联 书 店，２００６年，第４５０－４７２页；曹 家

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李华瑞：《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

向》，《宋史研究论丛》第６辑，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９９－２２６页。
士大夫政治是对宋代开启的政治势态的一种综合概括，更为着重的是参与人群的身份。正如皇权既有正常的皇权，也有

变质的皇权一样，士大夫政治也不尽是人们通常意象中的正面指向。无论德政还是恶政，都 可 能 在 士 大 夫 政 治 中 出 现，即 使 在 士

大夫政治呼声极高的宋仁宗朝，这样的问题 也 无 法 回 避。关 于 南 宋 士 大 夫 的 政 治 风 气 的 卑 劣 低 下，可 参 考 刘 子 健：《宋 代 考 场 弊

端———兼论士风问题》（原刊于《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册，台北，清华学报社，１９６５年），收入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９－２４７页。
之所以将秦桧以来局面视为一种模式，在于它不仅为史弥远等士人出身的权相所 继 承，即 使 如 韩 侂 胄、贾 似 道 等 不 被 视 为 士

人的权相，也同样将其模仿和利用。
尤其需要特意强调的是，对于文章中将会提到的两种模式，董德元并不具有开创意义，自绍兴八年秦桧第一次执政以来，

与董德元的升迁路径及行为在某些环节上相似的有一大批人，其同年魏师逊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之所以选择以董德元为线索，是

因为他担任参知政事的绍兴二十五年，正处于秦桧专权的末期，诸多行事，正可以完美论证了这种模式的确立。



时空背景，成为影响历史人物活动的结构性因素，规定了南宋初期士大夫政治选择、社会走向、思想转

型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形成的过程，也正是走出北宋政治传统的过程。

本文所作的考察，便是基于以上考虑。

一、“谏身过”与“谏心过”：台谏必预经筵

董德元（１０９６～１１６４），字体仁，吉州永丰人。他虽在高宗朝担任过参知政事，但是在《宋史》中并

无传记。其姻亲周必大在《闲居录》中对董德元仕宦经历有比较简练清楚的记载：

　　董参政德元，字体仁，吉之永 丰 人。靖 康 元 年（１１２６）乡 举 第 一，后 以 恩 科 入 官，待 道 州 营 簿

阙，石塘刘氏延教诸子，绍熙［应为绍兴］十七年与之应转司试，非其志也，既而复高中，宗族强之

赴省，比殿试遂为第一，以有官降第二，特补左承事郎、签书镇南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召为校书郎。

二十四年三月除监察御史，六月迁殿中兼崇政殿说书，与右正言王岷并特升侍讲。明年（１１５５）三

月进侍御史，六月擢吏部侍郎，超拜左中大夫、参知政事。十月，秦桧薨，而德元以十二月罢为资

政殿学士，台官汤鹏举论列不已，遂以本官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家居八年卒，年六十八。①

靖康元年解试第一的董德元，此后六试礼部不第。其举特奏名的时间，《独醒杂志》卷十云：“晚年就乙

丑特奏召，廷试复用其说，策入四等，补文学出官。”《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记载，董德元中进士时是五

十三岁。由此推测，“乙丑”应该是在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特奏名殿试为第四等，补上州文学，出官为道

州宁远县主簿，尚 在“待 阙”中。后“贫 甚，无 以 自 养，乃 从 富 人 家 书 馆”②。绍 兴 丁 卯（绍 兴 十 七 年，

１１４７）秋试，“其生徒富家刘氏子邀与俱试，漕司复预荐，试礼部合格，廷对遂为天下第一”③。

廷对第一的董德元，依“本朝殿试，有官人不为第一”惯例④，“以故事递降，遂擢（王）佐为首”。虽

然在赐第方面稍有抑制，但是在授官方面与第一名享受了同样的恩例。⑤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六二记载：“（绍兴二十一年闰四月）甲申，左承事郎、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王佐，左承事郎、签书

镇南军节度判官厅公事董德元，并为秘书省正字。自秦熺后进士第一人甫除官即入馆，至是始复旧制

焉。”此后，董德元进入了快速升迁的道路，今将其及第后的仕履简单排列如下：

　　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闰四月甲申，秘书省正字。

绍兴二十一年（１１５１）八月，秘书省校书郎。

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三月甲寅朔，监察御史。

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六月，守殿中侍御史。

绍兴二十四年（１１５４）七月，殿中侍御史、兼侍讲。

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三月丁卯，试侍御史、兼侍讲。

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六月丁亥，试尚书吏部侍郎、兼侍讲。

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八月丙戌，参知政事。

绍兴二十五年（１１５５）十二月乙酉，罢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寻落职。

隆兴二年（１１６４）正月，左中大夫、提举太平兴国宫董德元复端明殿学士致仕；二月，卒，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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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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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文忠集》卷１６６《闲居录》，隆兴元年十二月戊寅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１４８册，第７９４页。
《夷坚志》丙卷５“董参政”条。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６“董德元以老榜廷对第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５１页。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２“殿试有官人不为第一”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２５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１３“锁厅人不为状元”，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３３８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７，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正奉大夫。

及第七年而为宰执，尤其突出的，是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吏部侍郎———参知

政事这条途径。而这是与作为台谏官的董德元弹劾当时执政的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

台谏弹劾执政，而后取代执政，入主中书，大 多 是 体 现 士 大 夫 政 治 内 部 的 政 争。然 而，在 君 主 制

下，权力制约还有另一种重要因素，这就是皇权。如何让皇权不成为政治行动的障碍，而成为强有力

的支持，在士大夫政治的格局之下，南宋又创出了新的政治形态。这也是董德元所体现的典范意义之

一，即以殿中侍御史身份担任经筵讲读官。这背后是当时及之后大批台谏官员对经筵活动的参与，以

此途径控制君主，巩固和确保在君主制下宰执的权力基础，这种做法也是士大夫政治发展的必然。

关于董德元经筵进讲，曾敏行《独醒杂志》有则轶事：

　　董体仁参政，少时乡举对策，其篇首曰：“圣人序卦，《噬嗑》之后继之以《贲》；习《坎》之后继之

以《离》。《噬嗑》者，有物为间之象也；习《坎》者，乘时履阴之象也。为我之间者，不可以不去。既

已去矣，用文之时也，故《贲》之《彖》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为我之险者，不可以不除。既已

除矣，用明之时也。故《离》之《彖》曰：‘重 明 以 丽 乎 正，乃 化 成 天 下。’”其 说 云 云。后 遂 为 举 首。

晚年就乙丑（绍兴十五年，１１４５）特奏召，廷试复用其说，策入四等，补文学出官。继获漕举，复试

礼部合格，廷试仍以此策为对。时圣策以汉光武为问，体仁申其说曰：“光武取诸新室，则去间除

险之时也；人恢一代之规模，则观文重明之时也。”遂为天下第一。后数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说书，

讲《易卦》，偶至《噬嗑》，体仁仍用去间观文之说，甚称上意。秦丞相人器重之，自御史一再迁，遂

参知政事。①

与此相应的，是《宋会要辑稿·崇儒》的一条记载：“（绍兴）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诏进讲《周 易》终

篇，讲读官以下并转官推恩有差。是日，进讲终篇，特召宰执听讲毕，太师秦桧以下称贺。上甚悦，以

犀带、牙简、金鞍勒、良马、银绢，命内侍就桧第赐之。仍第赐侍读秦熺、签书枢密院事郑仲熊、侍讲董

德元、王珉、修注官林一飞金带、牙简、鞍马、银绢有差。”②看来董德元在讲筵中对于《周易》的精到理

解，对于其仕途应产生极大的提携。

经筵，本为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大致起源于汉代，至宋代逐渐制度化。③ 宋太

宗在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统一各国后，“以听政之暇，日问经史，求人以备顾问”，“命（吕）文仲以著作佐

郎充翰林侍读，寓直御书院，与（翰林）侍书王著更宿，而书学葛湍亦直禁中”④。这被认为是“国朝经筵

之始”。⑤ 除了经史研读之外，经筵中的君臣交流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宋代不少重要的政治事

件、人事任命，均与之直接相关。⑥

宋朝经筵官的人选，大致有一定标准。原则上必须是“贤德之士”、“通 经 行 修 之 士”，或“名 儒 宿

德，极天下之选”，官阶一般为京朝官。据朱瑞熙先生研究，兼任侍讲者，必须要寄禄官在谏议大夫或

太中大夫以上，职名在待制以上，差遣在六曹侍郎以上。兼任崇政殿说书者，其寄禄官必定在大卿监

（含大卿监）以下，即旧官秘书监、新官中大夫以下。但具体情况相当复杂。宋室南渡后，高宗迅速恢

复经筵制度。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仁宗以（御史中丞）昌朝长于讲说，特

招之。……中兴后，王宾为御史中丞，建请复开经筵，遂命侍讲。自后十五年间，继之者惟王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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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敏行：《独醒杂志》卷１０《董体仁屡用易卦对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９７－９８页。
《宋会要辑稿·崇儒》七之六“经筵”，第２２９１页。
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５５辑，后收入氏著《疁城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７－３０９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２４，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条，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５５９－５６０页。
《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９《经筵》，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９年。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卷１８《经筵进读手记》，《四部丛刊》本；徐元杰：《楳埜集》卷１、卷２《进讲日记》，文渊阁《四

库全书》本。



徐俯二人，皆出上意。绍兴十二年，则（御史中丞）万俟卨、（左谏议大夫）罗汝楫，绍兴二十五年，则正

言王珉、殿中侍御史董德元，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其后，犹或兼说书，台
官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后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①在董德

元之后，不同层级的台谏官更多地参与到经筵中来。

关于宋代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魏了翁曾经做过总结：

　　所谓宰辅宣召、侍从论思、经筵留身、翰苑夜对、二史直前、群臣召归、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

守见谢辞、三馆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扣匦、太学生伏阙、外臣附驿、京局发马递铺，盖无一日而不

可对，无一人而不可言。②

在这些奏对活动中，相对于“宰辅宣召”、“百官转对轮对”、“监司帅守见谢辞”、“二史直前”等常规行政

体制内的行政性奏对，“经筵留身”、“翰苑夜对”等处于行政体制之外的非行政性奏对，更多地带有帝

王私人色彩。③ 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奏对活动更为多元。经筵等非行政性奏对，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

行政性奏对的不足。这既使得君主可以防止信息被某些人所垄断，也使更多的臣僚获得了与君主直

接面谈，进而参与议政的机会。④

相对于一般的臣僚，宋代台谏在奏对上本已赋予特有的权利。⑤ 一般而言，在京官员奏对，须先通

过宰相奏请，得 到 批 准 之 后，再 关 牒 门合 门，排 定 班 次 方 可 上 殿。而 台 谏 官 员，则 可 以 直 接“牒 门合 门 求

对”，即“直前”请对。在北宋前期，尚只有谏官拥有“直前请对”的特权，只要上殿班次有阙，即可入对。

庆历五年（１０４５），右正言钱明逸上言称：“门合 门仪制，每日上殿不得过三班，缘三司、开封府自有公事上

殿外，只有审刑院或大两省班次，即是其余并皆隔下。且谏臣职在谏争，大抵言朝政得失、诏令赏罚，

稍稽顷刻则事涉已行，随而更张，国体非便。”于是仁宗规定：“今后谏臣有本职事求对，虽有三班外，亦
听上殿敷奏。”⑥台官奏对程式则有所不同，“三班御史论事皆先申中书，得劄子而后始登对”⑦。神宗

熙宁二年（１０６９），监察御史里行张戬、程颢上奏称，台官每欲奏事，“必奏候朝旨，既许上殿，伺候班次，

动经旬日。倘遇朝廷政或阙失及外事有闻于机速不容后时 者，如 此 稽 迟，则 已 无 所 及。况 复 往 覆 待

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则或致阻抑”⑧，要求“依谏官例，牒门合 门求对”。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之

后，台谏均有“直牒门合 门”奏事之权。

南宋时台谏直前入对仍沿袭北宋后期的程序。绍兴二年（１１３２）规定：台谏“凡遇有合奏察事，并

不拘早晚及假日请对”；隆兴元年（１１６２）著令：凡上殿班次排定而台谏请对，即令其他面对官隔下，首

先保证台谏的及时入对。⑨ 宋廷对于台谏的重视，从中可见一斑。瑏瑠

为了确保廷奏机密，也为了能使台谏官各尽其言，宋代“久来故事，台谏官只令一人上殿”，而其他

官员在通常情况下多是同对，即王岩叟所说“有司之事皆有定法，所以官长与属官同奏对”瑏瑡。实行元

丰六察法后，也仅限于六察事宜令御史中丞、知杂御史同本察官上殿奏对，其它场合则仍实行独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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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１６２《职官志二》“侍读侍讲”条，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３８１４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３《祖宗时台谏不

兼经筵》，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７１６页。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１８《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
张帆：《中国古代经筵初探》，《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朱瑞熙：《宋代经筵制度》，第２６７－３０９页。另可参看陈东：《清

代经筵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２００６年；萧宇青：《明朝的经筵制度》，硕士学位论文，华南师范大学，２００７年。
王化雨：《宋朝君主的信息渠道研究》第三 章《奏 对 活 动 与 宋 朝 君 臣 交 流：以 经 筵 为 中 心》，博 士 学 位 论 文，北 京 大 学 历 史

系，２００８年。
关于台谏奏对制度的考订，本文从朱瑞熙、虞云国先生先行研究中获益良多，不更一一标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５４，庆历五年三月乙巳条，第３７４８页。
《石林燕语》卷９，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３８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５２，庆历四年九月庚午条。另见《宋朝诸臣奏议》卷７７《上神宗乞察官依谏官例登对》。
《宋会要》职官三之五六，六○之一一、一四。乾道二年（１１６５）改为“台谏有本职公事，许次日具奏引对”。
关于宋代台谏上殿奏事的制度规定，详见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第５９－６３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０４，元丰三年五月辛未条。



制。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始一改台谏独对旧制，规定御史 中 丞 同 侍 御 史 或 殿 中 侍 御 史、监 察 御 史 一 员。

谏官则不论同省或别省，谏议大夫同司谏或正言一员，即台府或谏院长吏与其属官两人同上殿入对。

同对制立即招来种种反对。王岩叟援据台谏官对长官与同僚的言事独立原则上疏道：“故事：台谏官

论事不相通议，亦不关白长官。盖欲各以尽其忠，岂可上殿却使两人同也？”“若有怀私意持异见者，如

何与之共论于上前？”①然而，他的上疏不仅未被采纳，时隔仅数日，哲宗（实为高太后）因台府和谏院长

贰时有阙员，反进而下诏曰：“御史台不限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监察御史，谏官不限同省别省谏议

大夫、司谏、正言，并许二人同上殿。”②即是说，纵使没有台官与谏长加入，只要是两名御史或两名谏官

就可以同对。到元祐七年（１０９２）则更进一步，即使是谏官独员，亦许“与台官同对”③。同对制因有悖

于获得普遍认同的台谏独立言事原则，故而遭到台谏官的不断反对。在 绍 圣 绍 述 后，从 史 料 记 载 推

测，台谏官应该已经重新取得独立言事权利。

当台谏官员参与到经筵中来时，其意义更是不同。除了有政治斗争层面的现实意义之外，更有制

约皇权的历史意义。董德元是以殿中侍御史担任侍讲的第一人，但其意义，更在于对皇帝知性生活的

参与。陈亮曾有如下评论，在他看来，台谏是谏身过，讲读是谏心过，谏身过则不如谏心过。他说：

　　谏身过不若谏心过。谏君过臣子之下策也。……过固人主之不免，谏亦人臣之当为。然遏

水于滔天之后，孰若遏之于涓涓之始。扑火于燎原之时，孰若扑之于荧荧之初。后之谏臣能谏人

主之身过，而不能谏人主之心过。夫身过之过自心过之过。微自其微而砭之则易，及其白而药之

则难。皋夔之吁咈，伊傅之警戒，未尝俟其君之过昭灼于外而后言也，芽蘖之萌固以剿而绝之矣。

而人有德义以浇其内，礼法以绳其外，是以无污轮之劳，无牵裾之诤，无折栏之呼，而人主之过已

潜消于冥冥之中矣。后世之君，固有志于唐虞三代之君，然知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

之政，而不知淑君之德，是以制诰之差，赏罚之谬，刑法之酷，暴于中外，然后纷纷纭纭，争以颊舌

白简之弹，至于数十章，皂囊之上，至于数千言。吁，亦晚矣！④

值得指出的是，这两者在南宋以前是分离的，恰恰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才合一，由此完成了士大夫

所企盼的对君主的身与心的掌控，从而确保在君主制下的“宰辅专政”的权力基础。陈亮以上所作的

关于“谏身过”和“谏心过”的理论提高与概括，实际上是士大夫政治发展的必然。同时，经筵交流也是

皇帝得以了解政情及与臣下交流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⑤ 经筵作为皇帝和士大夫交流的场所，具有固

定性和时间更为宽裕的特点，相对于落实在体制内的行政性的奏对，具有“师儒”身份的士大夫，可以

“命坐赐茶”，可以在经筵这个场域中关于具体事件与皇帝有着更为充裕的来往回复的商谈，也更容易

把握皇帝的意向及引导一些政治事件和人事处理的方向。故而，经筵中的交流及奏对内容，对于限于

身份无法参与到经筵奏对中的官员来说，是汲汲关心和希望第一时间了解的内容。《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卷一七三记载：“绍兴二十有六年六月癸亥，御史中丞汤鹏举言：‘近来讲筵所胥吏辄违旧制，取索

副本，称讲筵要用，自绍兴十三年为始。臣窃疑之，是必怀奸之人自为朋党，惟恐臣下献忠，背违其意，

故令吏胥取索。伏乞特降 睿 旨，今 后 不 许 取 索 副 本，只 乞 令 就 通 进 司 进 入，庶 几 臣 下 得 以 输 密 勿 之

忠。’”可见，经筵交流，实际上牵动的是经筵“内”“外”诸多的政治势力。

宰执对经筵奏对情况的了解，最为便捷的途径，是与参预经筵人员的联系。经筵官人选构成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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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６５，元祐元年二月壬戌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３６７，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条。
《宋史》卷１６１《职官志一》“后又从司谏虞策之请，如独员许与台官同对”，第３７７８页。
《群书考索》别集卷１８《人臣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１９９２年。
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疁 城 集》，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７－３０９页；王 化 雨：《宋 朝 君 主 的 信 息 渠 道 研

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８年。



元，也为宰执提供了了解经筵奏对详情的便利：只要能与某一位经筵官保持密切联系，便可以通过他

知道经筵的整个过程。例如，高宗曾与讲官高闶在经筵中论及张九成，高闶荐之。后高宗在秦桧面前

言及张九成之才德，秦桧怀疑是高闶所荐，遂“呼给事中兼侍讲杨愿询其事”，证实之后，立即指使台谏

将高闶弹劾而去。① 由于经筵官能经常侍讲君侧，由台谏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宰相便利用其职任之便

达到交通台谏和窥伺君 主 的 双 重 目 的。因 此，“每 除 言 路，必 与 经 筵，朝 廷 动 息，台 谏 常 与 之 相 表 里

焉”②。就此，吕中《大事记》曾有论说：

　　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执政、侍从、台谏皆用私人，则有以弥

缝于外朝矣。又阴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闯微旨于内朝矣。独经筵之地，乃人主亲近儒生之时。
桧虑其有所浸润，于是以熺兼侍读，又以巫伋为说书，除言路者必预经筵，以察人主之动息，讲官

之进说，而臣无复天子之臣矣。③

被援引的经筵官，往往与宰执有较密切的关系，或者在某些见解上有相近之处。利用自己所进用

的经筵官，宰辅大臣可以通过操纵参预经筵人选来控制经筵中的言论，从而弥补自己不能亲自参预经

筵活动的缺憾，经筵官既可助援引人向皇帝进言，又可替其观察皇帝的动向。由秦桧时期开始，“每除

言路，必预经筵”④，“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击者，辄令熺于经筵侍对时谕之；经筵退，弹文即上”⑤。
同时，由台谏参预，还单纯了经筵官的人选来源，相比于之前多渠道、多层次的信息来源，既可某种程

度减少和隔绝皇帝通过其他系统官员获得的信息，更可“察人主之动息”⑥。至宁宗前期，“台丞、谏长

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⑦。
“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台谏参预经筵，占据了君主的最后一个

空间。从此，士大夫政治对皇权形成全面掌控。

二、台谏“必预经筵”：南宋政治模式的形成

建炎三年（１１２９），金军追击下逃至杭州的宋高宗，遭遇作为禁卫亲军御营司将领苗傅、刘正彦的

叛乱。苗刘之变发生在高宗登基不久，使高宗经历了即位以来最直接的挑战，在高宗君臣心中造成强

烈震撼，对其统治心理与朝政决策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王世贞曾指出苗刘之变与高宗削夺三大

将兵权的内在联系：“苗刘变而帝之心不敢以尽付诸将矣。是韩、张与岳三将军，其兵皆重于京师；而

秦桧以和之说进，立夺其兵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于和而安于三将之失兵矣。”⑧但是王世贞没有指

出的，是在同一个政治过程中，秦桧对于士大夫政治的极端恢复。而南宋晚期的罗大经，已经意识到

宋高宗削诸将权的决策，与其“决意和戎”和选择秦桧“专执国命”，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⑨

饶有意味的是，苗刘兵变，很可以令人回想起陈桥兵变时宋太祖对于禁军强硬的掌握力。利用自身军

事才干和人脉控制强干的禁军，是五代十国以来通行的建国模式。瑏瑠 而对于军队控制力的缺乏，皇位

—６５—

浙江学刊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１，绍兴十四年五月乙丑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６，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６，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条注引吕中《大事记》。
《宋史》卷１６２《职官志二》，第３８１３页。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６，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７５页。
《宋史》卷１６２《职官志二》；《老学庵笔记》卷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１５６，绍兴十七年四月辛丑条。
《宋史》卷１６２《职官志二》，第３８１５页。
《弇州四部稿》卷１１０《史论二十首·高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５《格天阁》，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７８－７９页。
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讨论》，原载《大陆杂志》第９卷第７期，１９５４年，后收于《宋史研究集》第１辑，宋 史 座 谈 会，“国

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１９５８年６月，第４０７－４５０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

１９７－２１０页。



及授受的合法性的质疑①，使得高宗在面对士大夫和军人时都有一种无力感。幸运的是，苗刘之变的

成功解决，化危机为契机，不仅让高宗得以皇位安稳，更让秦桧这个强权宰相在日后应运而出，在政权

重建、军人集团林立的情况下，借助突发事变，以强化皇权的名义，将士大夫政治强势恢复，继承政权

在新划定的领土上拥有了确固的权威与权力，将士大夫政治和皇权同时推向顶峰，这便是宰相专权。②

这种模式，成为此后的专权宰相的效法对象。

相比于北宋多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给事中为宰执考虑人选，南宋时期更为倾向的通往宰执职

位的台谏之路，尤其是以台谏兼经筵讲读官，从“身”和“心”两方面都控制皇帝，并把持了经筵这个皇

帝信息交流的渠道。选择处于秦桧专权之末的董德元，恰好说明 “每除言路，必预经筵”的模式已经

形成，在这此方面，董德元具有完整的代表意义，并是对这种模式的印证。

不同的制度，有着时代性的制约，也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过程，在变化的起讫点上是不同的，不能

简单以朝代变换、王朝更替来划分，也不能打包一起来处理。在南北宋之间，有着制度的转变，也有制

度的延续，更有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恢复与延续。由于外力而灭亡的北宋，与继承的南宋王朝之间，必

然有着诸多的连续性；但是制度不是落于纸面的规整的条文，而是现实中国家所面临的政治课题、君

主个人的行政手腕、官僚队伍政治风气等等都会被拉进来的一个时时刻刻在运行中的“场域”。正因

如此，往往制度上“死”的方面、原有制度的规定不会变，而面对新的局面、亟待解决的新的问题，除了

新设机构之外，也必然会带来原有某些部门和官职职能的增重，以及运作方式的变化。③ 而这种变化，

必然会在当时人的“看法”、“说法”、“做法”中敏感地体现出来。

北宋极致繁华的突然灭亡，士大夫对政权的信心并没有失去，南宋的建立，在这断裂中必然有所

延续，在本文中，观察的大背景是高宗朝政治运营方式的改变，从而探究南宋时期权相辈出的问题，切

入点则是这个时期台谏运作模式的变化。伴随这个过程，是军人集团压力下君主、宰相权力的同时恢

复，以及政治风气的转变，而这些，都不是从北宋的政治传统中所可寻求的。南宋秦桧开创的政治模

式，依托的历史背景正是北宋强大的士大夫政治。北宋的士大夫政治有多强大？文彦博的“与士大夫

治天下”的说法仍然略 带 谦 虚。此 前 张 载 的“为 天 地 立 心，为 生 民 立 命，为 往 圣 继 绝 学，为 万 世 开 太

平”，是何等的自豪！在这里，哪有君主的位置？依托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南宋特殊的现实之下，士大

夫政治通过宰相专权的方式发展到了极致。而在文化话语权上，理学的兴盛则保证了士大夫政治直

至宋亡而不衰。皇帝在庆元党禁后对理学的尊崇，实际上是向士大夫整体表示了屈服。④ 在这个漫长

的过程中，南宋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模式。

三、结　语

对于董德元的记载，史料中多为无能、攀附等负面评价，但是不应忽略的是：董德元的仕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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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苗刘之变时逼迫高宗退位的原因之一，即：“上不当即大 位，将 来 渊 圣 皇 帝（钦 宗）来 归，不 知 何 以 处。”见《续 资 治 通 鉴》卷

１０４，建炎三年三月癸未条。
皇权可以分为象征性的皇权与实质性的 皇 权。第 二 次 开 国 的 高 宗 拥 有 强 势 的 实 质 性 皇 权，同 时 也 拥 有 象 征 性 的 皇 权。

而后世弱势君主则大多拥有象征性的皇权。象征性的皇权更是处于顶峰。权臣把持权柄 都 是 借 助 象 征 性 皇 权，因 而 可 以 说 是 将

士大夫政治和皇权同时推向顶峰。此外，Ｃｒｉｓｓｋｅｔ，Ｐａｎｅｋａ　Ｋｙｌｅ也特意强调对中国帝制时代皇帝制度多侧面的研究模式，见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ｒｓｈｉｐ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国的统治术），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９７（１９９２），ｐｐ．１４６８－１４８３．

关于高宗朝的政务运行，可参看 朱 瑞 熙：《宋 高 宗 朝 的 中 央 决 策 系 统 及 其 运 行 机 制》，《疁 城 集》，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１年。

对于南宋末期的政治文化的讨论，可参看戴仁柱 （Ｄａｖｉ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Ｗｉ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中译本：刘晓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谢慧贤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Ｊａｙ）：《改朝换代：十三世纪 中 国 的 忠 君 问 题》（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ｙ－
ｎａｓｔｉｅｓ：Ｌｏｙ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ｈｉｎａ）Ｂｅｌｌｉｎｇｈａｍ：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１。



则是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以来大批官僚升迁的基本模式。即使在道德上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在当时

的历史世界中却具有无可否认的正当性。立足彼时历史情境，这种“正当性”的运行，映射着南宋以来

政治模式的确立。

尽管学界对于台谏制度与经筵制度的研究已有相当丰厚的积累，但虑及迄今为止尚无由此角度

切入，明确揭示南宋的政治模式转型者，因述论如上。

为何南宋权相辈出？这个普遍被人们所认识的问题，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回答。至少，台谏入宰

执、言官预经筵的政治模式，在客观上为权相辈出提供了保障。这也是探讨这一问题的着眼点之一。

秦桧之后，韩侂胄、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权相辈出的局面贯穿了南宋历史的大半时间。对权力全

面而稳固的把持，不是一个强权宰相个人可造就，也不完全是制度上的规定可保证，背后须有着强大

的士大夫政治力量，有台谏势力与之相配合。台谏势力以强大的士大夫政治力量为依托，士大夫政治

力量又因台谏势力的运作而更为强势。

在特殊的情势下被加以极端恢复的士大夫政治，与试图强化的皇权形成合流，其结果必然让北宋

收兵权的一幕重演，必然会导致重文抑武的矫枉过正。无所不在的士大夫政治，对军事领域也同样形

成了支配。文人不知兵，被压抑的武将离心，逐渐造成了南宋在军事上的慢性衰弱，以致成为最终走

向灭亡的内因之一。

南宋的政治模式，推动士大夫政治从政治层面进一步渗透到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对后世有着遥

隔时空的影响。到明代，“宰相制的废除，及皇帝对中枢决策权力的牢固控制和掌握，都使明代皇权在

中国古代各朝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观念上，从明太祖以严刑峻法重典治吏开始，明代帝王对士大夫

官僚实行的是高压政治，奴视臣僚，恣意折辱”①。但是，相对于皇权的暴力镇压和消极抵抗，士大夫舍

官弃爵“以道事君”的坚持，联名抗章、集体跪伏、请愿号呼的殉道的激情，直至思想领域的心学的传播

和流变，无不体现着士大夫群体的成长和对于独立精神的自觉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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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０３－４１１页。


